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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世界历史语境中的民族生存战略及其评价 
——新文化观观照下的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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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基因同异创化论新文化观观照新文化运动，认为这一运动是中华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文化因素的合力作

用下的生存战略选择，并不只是新文化激进派的观念运动。这场运动既有得也有失，是整个民族作为基因群体在

新的世界历史语境中的生存适应能力的表现。正视这样一种适应能力的根源与局限，进行深入的反思，冷静理性

地探索一个世纪以后变化更剧烈的文化、历史语境中的民族生存新战略，并提出新战略的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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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年新文化运动研究述论 

 
作为 20 世纪中国颇具标志性的文化事件，新文化

运动一直是学界的聚焦点之一。“五四”运动又往往被

看作是这一文化运动的高潮，每逢周年尤其是十周年

纪念活动，相关研究成果与纪念文章甚多。在中国知

网检索，以新文化运动为主题的文章已经有 18 000 多

篇，无人能一一过目①。笔者选择性地浏览相关文章，

发现有些只是较为陈腐的观念表达，有些则是力图脱

离却无法摆脱陈旧观念牵绊的模式化阐释，甚至亦不

乏追逐风潮之作。当然，也有不少成果，称得上深入

探讨了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渊源、历史语境和人性根基，

在一定程度上也注意到了历史及历史阐释的复杂性。

这些成果关涉文学、哲学、历史、政治、教育、文化

等诸多学科。因文献量太大，而且已有综述性的专题

文章，本文不拟全面评述前人成果，仅就近些年有特

色的文献，略加述论。再在新的文化视域中，针对学

界普遍存在疑问而又无法达成共识的一些问题，提出

自己的新思考，希望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文化和历史，

作为新的民族生存战略的思想资源。 
根据“现代化与化现代——新文化运动百年价值

重估”学术会议纪要整理成稿的《新文化运动与中国

文化的未来(圆桌论坛)》②，显示了多学科学者对新文

化运动的不同反思，较为充分地注意到了新文化运动

的各个面向及复杂的社会问题和历史评价问题。如杨

联芬注意到不能把现实状态尤其负面问题看成是新文

化运动的直接后果。杜维明也指出“历史运动是社会

合力的产物”③。根据《百年回看<新青年>，重思新文

化——第九届中国文化论坛会议综述》一文来看④，具

有代表性的各派学者对新文化运动的一些重要论题如

《新青年》的时代，新文化运动中各派对孔子、家庭、

人民的观念及其后果，《新青年》与文学等，进行了深

入的讨论。有些重大的话题，如朱苏力、王绍光与甘阳、

张祥龙等讨论的究竟是思想运动影响社会还是社会决

定思想的问题，陈来主持讨论的新文化运动对传统伦

理的冲击问题，干春松和朱苏力关于中西社会结构差

异的讨论，都触及了本文将要论述的核心论题。 

从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影响效果而言，不同学者的

判断差异很大。邓晓芒在《中国当代的第三次启蒙》

中认为新文化运动(该文称为“五四运动”)是一场启

蒙运动，因为缺乏适当的社会根基和生活方式基础，

启蒙者的观念与普通百姓的生活缺乏切实的联系，因

此失败了，于是提倡第三次启蒙[1]。新文化运动产生

了重大的文化影响，对社会现实的影响程度究竟如何，

尚有可议。其他因素的作用，如实际的权力运作、政

治斗争，民智民德、风俗习尚等等远超过这场文化运

动。但从文化层面上探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不失

为一种研究方式。汪晖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2]

下卷第二部及其独立论文《科学话语共同体与新文化

运动的形成》[3]中都探讨了科学话语共同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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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科学话语共同体的形成与话语方式对新文化运

动产生影响力的历史过程。从一个特定角度探讨了文

化事件与历史进程的中介因素如何发生作用的问题，

具有历史整体感和专业性，对文化研究有启示意义。

陈平原的长篇论文《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

年>研究》(上、下)[4−5]，从各个维度出发，深入历史、

文化语境以及《新青年》作为同人杂志的特点、策略

与过程，探讨了新文化运动产生巨大文化影响力的文

学和个人因素。同时也在整个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的

大语境中探讨了《新青年》形成特定历史记忆和文化

资本的复杂因缘，是出色之作，值得特别提出。 
对于新文化运动内涵的复杂性及其价值取向，论

述者不少。有人认为新文化运动是全面反传统的文化

思潮，有人认为是彻底批判儒家文化的思潮；也有人

认为并未全面反传统，且并非彻底反儒家思想。孔范

今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晚清启蒙运动的深化，对传统文

化的激进主义式的批判否定，是出于策略性的选择，

正是这样一种选择，开拓出新的文化空间，不宜轻易

否定[6]。贾小叶综述了 1990 年代以来的相关研究，辩

证、清晰地梳理了各种不同倾向的观点，并予以理性

评价[7]。欧阳军喜则认为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对儒家

思想的批判，只着眼于礼教制度风俗的层面，并没有

否定儒家心性论和精神传统，所以新文化运动只是改

造、重建儒家传统[8]。 
多数学者仍坚持认为新文化运动以西方的民主、

科学、个性、人权、自由等观念来批判中国传统，尤

其是批判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秦晖则

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批判对象确实是儒家思想，但

这种选择实际上是对历史的误解和现实选择的偏失。

因为构成对个性、自由、民主压抑的，实质上并非儒

家思想——这只是传统文化的表层因素——而是法家

观念和体制，这才是文化的内核。并批评影响甚大的

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说”和“告别革命”说[9]⑤。郑

大华等学者试图以更广阔的视野看待新文化运动，把

《学衡》派也看作这一运动的组成部分，那么对新文

化运动的性质概括将发生基本的变化，也就是把新文

化运动看作对西方文化的接受运动。一方面触及了新

文化运动的关键，另一方面又改变了以往新文化运动

概念所包含的价值取向[10]⑥。刘禾等移民美国的学者

则出于自身的生存境遇和民族的历史语境，以 1980

年代开始在美国兴盛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批评新文化

运动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因此存在天然的局限。在国

内学界引起较大反响，颇有一批赞赏者，也引起一些

自由主义或新文化运动精神坚守者的批评[11]。当然，

还有不少有价值的成果，本文无法一一述评。从这些

成果所体现的研究者以自己的生存“前结构”对于历

史的理解和阐述中，可以从某种意义上体会到历史哲

学家克罗齐所谓“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真正意

涵。历史的阐释史也可以说是“效果历史”[12]。 

在笔者目及的多数研究成果中，还是存在着某些

根本性缺失，或多或少地忽略了新文化运动那一代知

识者普遍自觉意识到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即在进化论

的哲学框架中，看待中国文化的竞争力和中华民族生

存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机会问题；更缺乏在对世界、人

性、历史和文化的整体领悟中，准确把握中华民族、

中国文化在 19 世纪到 20 世纪这一“三千余年之一大

变局”中的实质性突变——这种突变既是历史语境的，

又是生存方式的——由此也必然带来作为功能性体系

的中国文化的相应调适甚至剧变。我们应该以整体的、

过程的、辩证的眼光去进行研究和评价。本文试图以

笔者近些年来提出的基因同异创化论新文化观，观照

新文化运动，把握住新文化运动的实质，并对其历史

后效作出评估。 
 

二、基因同异创化论大要 

 

基因同异创化论新文化观的要旨是：人类是基因

的承载者，每一个体延续扩展自身基因是生命的本能。

在漫长的进化史中，人类作为物种发展出高度的生存

适应能力(其中大脑智能是最重要的因素)，能够创造

出复杂有效的群体适应方式。生存在一个特定地理范

围的群体，具有共同的基因库和相近的自然环境，创

化出文化来实现这种基因延续的本能。文化可以说就

是以基因延续资源分配为中心的功能性社会体系，这

个体系包括价值观念、伦理规范、政治体制、风俗习

尚等。基因同异创化论认为，任何文化的整体形态及

其具体显现方式的形成，都是根源于不同层级基因主

体的基因组共同性总是有着各种程度、维度的差异。

这种差异使得不同主体在基因延续、扩展的机会利益

上，共同性程度不同。每一基因承载的个体，既可在

个体的立场上处理与周围人的关系，思考、选择自己

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也可站在包括自己在内的基

因主体如家庭、家族、民族、人类的立场上，处理与

其他人、其他家庭、民族的关系，因此形成各种各样

的价值观，如个人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或人类普适

性的观念。同一个体在不同的时间、情境中也完全可

能选择不同的立场。不同个体在不同情境的交往中，

也肯定会有不一致的选择。这样，不同层级的基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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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在长期的竞争与协调过程中，必然创化出包容着各

种各样的价值取向、社会体制、风俗习尚的文化整体。

基因同异创化论的“同异”，特指不同主体之间的基因

组共同性与差异性。“创化”一词指不同层级的基因主

体在竞争与协作中创造性地发展演化出特定的同时也

是丰富多样的个体与群体的生存样式。所谓不同层级

基因主体的基因共同性和差异性，从生物学基因研究

的专业角度来看，又是什么含义呢？人类有一个共同

的基因组，这个基因组由 23 对染色体组成，包括约   

2 万~3 万个基因，30 亿个碱基对。人类基因研究的最

新成果表明，人类个体的基因组差异，主要由基因复

制变异(copynumber variation)即 DNA 分子片段的复

制、插入或删除、复杂多位置变异造成，占比平均高

达人类基因组的 10%，也就是说基因组共同性仅约

90%。一般说来，在遗传上越亲近的个体，基因组共

同性越大，基因主体的基因利益共同性也越大。个体

作为基因主体，是所有基因主体中实体性最强的，因

此具有极大的独立性和传播自身基因的动力。血亲家

庭是基因组共同性很大的基因主体，因此，家庭成员

的基因利益共同性也是很大的。还有家族、亲族、民

族、种族、人类等主体。村落、单位、国家等主体则

是基因主体泛化的结果。基于基因主体生理形态的差

异，不同层级的主体会在自然适应和文化生成的过程

中，逐渐形成在特定主体立场上建立起来的价值取向。

这些价值取向因为不同基因主体既有利益的共同性也

有利益的分歧，所以在行为方式中，既会有协作的一

面，也会有冲突的一面。以具体例证来说，个人主体

更倾向于传播自身基因，民族主体则主要不会致力于

特定个体基因的传播，肯定需要建立起有利于这个民

族内部优异基因的延续扩展规则——因为一个特定民

族总会与其他民族处于资源和生存竞争中。当然，这

种带有选择性的规则创建是否成功，取决于各种复杂

的自然、历史因素[13]——所以，这两种主体间就既有

并不完全一致的目标，又肯定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

因为任何个体基因的延续扩展，都是民族基因的选择

留存。而且较低层级的基因主体如个体要实现其自身

的目标，也绝对需要依赖于较高层级的基因主体如家

庭、家族、亲族、民族、人类的协作，获得基因延续

的生殖资源和生存资源。目标的不一致性决定着，如

果某些特定个体过于偏执于自身的基因利益而不顾及

群体利益，有可能恰恰会成为被淘汰的基因主体，降

低基因延续的机会。但要真正完全超越个体基因利益，

又是非常难的。这就有不同层级的主体如何真实、准

确地理解、认识自身和环境关系的问题，包括对其他

主体的准确认识。认识能力的低下或者认识结果不符

合实际状态，都可能带来不能很好地适应世界的后果。

适应是任何基因主体的根本需求，没有适应，特定主

体的基因延续机会就会降低甚至消亡。文化正是在这

种根本的需求上创化出来的。文化在宗族、民族、人

类立场上所创化成型的价值观和伦理规范，总是对个

体基于自身本能和其他利益形成的价值倾向产生约

束、限制作用，对个体超越自身利益的价值取向实行

激励、奖赏。这就使得某些个体超越纯粹本能的限制，

表现出利他倾向。由此也可以获得更好的个体利益，

包括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也包括基因延续机会的利

益——这种基因利益既包括个体自身基因的延续、扩

展，也包括近似基因即家族、亲族基因的延续、扩展。

因此，尽管在地球上各个相对独立的地域产生的文化

会有各种差别，但一种成熟的文化肯定会存在繁复、

微妙、辩证的特征，涵容各种看上去矛盾的价值取向

和存在方式，才可能存在下来。而不够成熟或成功的

文化涵容性较低，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或许早已

被淘汰。当然，即使是涵容性本身，也应该辩证地看

待，在不同的文化历史语境中，具有不同的意义。涵

容性的程度不是衡量一种文化价值的唯一标准，也不

是根本标准，只有文化覆盖的基因群体的生存适应性

才是衡量文化价值最根本的标准⑦。这种新的文化理论

不同于此前已有的各种文化理论，如文化演化论、历

史特殊论、文化传播论、以个体或社会结构为核心的

功能主义、结构主义、文化生态学等，这种新的文化

理论，从性质上来说，是一种新的社会生物学文化论⑧。 

 

三、 以基因同异创化论观照 
中国文化 

 

在基因同异创化论的观照下，整个中国文化、历

史，自然包括近代史与近代文化史，将呈现一种新的

面貌。从分子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种基因图谱

已有较为清晰的结论。但基因图谱与具体文化因素之

间的关联，是非常复杂的，文化特征不可能还原为基

因表达，暂时还很难去进行对应性研究，更不可能描

述。本文运用基因同异创化论观照文化，只是提出观

照框架，显示文化总体创构的根源和过程特征，着力

点还是在文化状态本身。据现代以来的中国考古学和

人类学研究发现，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考古发现的辽

西查海遗址带有礼器性质的玉器距今已 8 000 多年。

但在商周以前，并没有大体一致的文化形态，而是由

各个地域文明构成了“满天星斗”[14]⑨。商周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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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殷周之际，以礼乐文明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已经相

当成熟，周公姬旦历来被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尊为宗法

礼制的创构成型者。在雅斯贝斯所谓的“轴心时代”

里，中国出现了一批杰出的创造者，孔子、孟子集大

成的儒家文化和老子、庄子继承创新的道家文化成为

在中国文化、历史中发生重大影响的具有互补性的两

大文化支脉。儒家文化所着力建构的是以仁、礼为核

心的宗法伦理规范和制度，辅以安贫乐道、重义轻利

的价值教化，以稳定的社会秩序、宗族传承为目标。

在汉以后成为中央集权制宗法农业社会的主流意识形

态，三纲五常成为简明扼要的伦理纲领，通过教化与

选举体制进行了有效的推广⑩。唐宋以后，吸取佛教、

道家心性论、境界论以及践行方法，形成宋明理学与

心学。从儒家经典中凸显《四书》，在科举制度化的运

作中，得到了较为切实的传播，却不可能彻底改变人

的自然本性，因此造成了假道学人格普遍存在的状态，

甚至在人性压抑中更彰显了人性之恶。道家文化构建

了以超功利性的返朴归真和个体自由为核心的价值准

则，缓解在基因延续机会和生存资源竞争中的人际关

系，也舒缓了个体的竞争焦虑，对历代士大夫阶层甚

至普通百姓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形成了中国文

化的最高价值标杆。以儒道文化为主的中国文化，着

眼于在有限的自然生存资源条件下，压抑、消解个体

的本能和欲望，来实现资源分配的相对公平。儒家有

较强的等级观念，道家则等级观念不太强。中国文化

缓解了竞争的剧烈性，却忽视以至贬低从对自然的认

识和开掘中去增强人的获取生存资源和扩展基因延续

资源的能力，因为那样可能导致欲望膨胀，难以平衡

稳定。这种文化的基本理路和取向，从中国历史的不

同维度、焦点来看，既有成功的一面，也有不成功的

一面，而且这两个方面往往相互纠缠，相生相克。成

功的是对于个体本能的文化压抑总体来说是相当有效

的，降低了由生存竞争而大规模杀戮的几率 ——这可

以说是人类文化的根本的功能——因此，在一定程度

上实现了种族繁衍的目标。在蒙古人种的基础生理条

件上，自然环境和文化赋予中华民族较强的适应能力，

勤苦、耐劳、忍辱，敏感、内敛、克己，既有着自强

不息的规训，又有着超越性的反思。在中国文化熏陶

下的相当多的个体是较为克己去欲、安贫乐道的，但

与此相伴随的多是独立、强健人格的相对萎缩。当然，

每个时代也都有践行孟子所谓“居天下之广居，立天

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

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理想人格的“大丈夫”[15]。鲁迅所谓“从古以来，就

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

有舍身求法的人”的“中国的脊梁”也史不绝书[16]。

这类“大丈夫”和“中国的脊梁”，在中国的正史上，

绝对数量确实不少 ，但在人口总量中所占的比例都是

非常低的。所以这既是中国文化教化的成就，又是其

缺失，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中国文化着力于在自然

资源较为匮乏、以农业文明为基本生活方式、生产资

源动力不足的处境中构建稳定的宗法秩序，选择了对

个体人格与欲望进行压抑的基本策略。这种策略缓解

了残酷的争竞，却导致了独立人格和个体权利的缺失，

群己权界不够清晰，向自然界探索获取资源的意愿与

能力弱化，生存忧患意识浓郁，幸福感较为缺乏；也

导致了对于没有经受适当文化教化因而欲望强烈的野

蛮群体和个体的制约乏力，权力掌控者享受了过多的

资源，尤其是皇权对生殖资源和生活资源的占有程度

惊人。因此，中国历史朝代频替，治乱相寻，清明公

正的时代甚为罕见。对于任何民族的历史，如果仅以

理想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准则——不论是中国文化理想

还是西方价值准则——进行观照，都总是存在各种缺

陷的。以今天的全球视野来看，如果说文化较大地影

响了所覆盖民族的生存状态，那么相对于全世界其他

民族的生存能力与生存状态而言，中国文化并不是最

优秀的文化，也不是最鄙陋的文化 。19 世纪以前，

在没有和欧洲民族形成直接的大规模的生存资源竞争

时，中华民族处于相对隔离的地理环境中。就维持基

因延续机会与繁衍族群人口数量这一文化根本的目标

来说，中国文化是较为成功的。因为创造中国文化的

祖先们的基因，通过自己创造的文化，从来没有中断

而高度同一且有效地延续和扩展着 。在新的世界历史

语境中，中国文化恰恰是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

获得了不少原来没有的新因素，如现代性生产技术和

社会组织结构、西方医学和人道主义观念，使中华民

族能够在 19—20 世纪这短短的 200 余年中大规模繁

衍，由 18 世纪末的 2 亿人口扩展到 21 世纪初的将近

14 亿人口。这些西方因素，正是因为洋务、维新运动

和新文化运动才成为新的中国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 

 

四、以基因同异创化论观照 
新文化运动 

 

19 世纪中期以来，尤其是 1894 年甲午中日战争

以后，中华民族的生存处境发生了“三千余年之一大

变局” 。严复因留学英国而对世界大局有所了解，此

后长期浸润于英国文化和学术，形成了清明、沉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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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精神，同时又接受了进化论“优胜劣汰，适者生

存”的生存竞争原理。严复在甲午战败后写下了《论

世变之亟》(1895)一文疾呼：如果不改变中国文化的

核心观念，不改变官员士大夫苟利自私之品性，学习

西方文化，提倡自由平等、创新开源，“学术则黜伪而

崇真，刑政则屈私以为公”，则“其祸可至于亡国灭种, 

四分五裂, 而不可收拾”。这样一种亡国灭种的表述，

既是 19 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士大夫普遍的生存危机意

识深化的表现，又是此后维新、革命观念日渐激化的

推动力之一。反观 20 世纪的世界史，主导这个时代的

西方文化和各列强达到了并不以此为目标的文明程

度，“灭种”之说或为夸大之辞，“亡国”却是清王朝

的结局。但“国”并不是西方列强“亡”的——这个

“国”仅指政权，非指人民。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最

重要的变化在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竞争时期——竞争

范围全球化。部分竞争对手掌控生产资源的能力、社

会调节的能力以及战争能力都远在本民族之上——这

成了影响中华民族文化战略、生存状态调整的关键性

因素。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都有非常自觉的意识，

在他们的著述中也有清晰的表达 。但文化作为基因群

体的生存方式，并不只是认识观念的变化就能很快作

出全面、适当的调整的。历史积淀的时代越久，某些

在长期的自然、人文环境适应中形成的文化深层因素

如价值观念、人格形态、风俗习惯就越难以改变。这

些因素不仅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其适应的较大合理

性，即使到了语境剧变的现代，也仍然有其存在的部

分合理性。有些甚至是人类文化的普适性因素，如同

情弱者的价值倾向。只是其普适性和其他文化相比，

具体表现方式、程度有差异；在中国社会中与此相反

的势利却也表现得相当突出，即使“势利”也有某种

生存选择的理由，却并不符合文化创构的价值理想。

但生存的焦虑和直接的竞争压力会对这些已经形成的

理想性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构成冲击以至碾轧，剧

变中的社会状态会使多数人无所适从，从而造成价值

观念的混乱和行为方式的失范。即使是时代的启蒙者，

也可能因为这种民族生存的急迫感而忽略了普适性的

价值、伦理原则。如梁启超在接受进化论的基础上，

为激励民族意识，不少论述中就带有了“强权主义”

的色彩。虽然他晚年有所调整回归，但因其文章的影

响力，对于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伦理传统有极大的冲

击 。 

在 20 世纪的前 20 年，对欧美与日本民族和社会

有所了解的中国学者们，认为自己看到了中华民族落

后的症结，找到了可以效仿的生存模式，可以通过文

化革新迅速调整整个民族的竞争能力和生存状态。新

文化运动就是文化革新取向的一次突出而集中的表

达。就这种文化应对战略而言，新文化运动既是中华

民族面临新的历史境遇不得不作出的选择，也积累了

较为有效的有关西方文化的经验。只是这种经验仍然

是相当有限、不够深入的。新文化运动所宣扬的一些

基本观念，如个性解放、民主、科学、人权、自由、

平等、国民性改造等等，在晚清时期康有为、严复、

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孙中山、

鲁迅等人的著述中，早已有较充分的表达。有些表述

甚至在激烈性、深刻性上并不亚于新文化运动者。如

谭嗣同深受宗法伦理之苦难，极愤三纲五常之网罗，

舍身变法，大义凛然，但其改革方略并不成熟，颇多

幻想，思想驳杂，一意激进。章太炎对中国传统文化

有真正深入的领悟，秉承了其中不少优秀的质素，站

在民族立场上，为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利和中国文化的

民族特性辩护，虽然并不能达致逻辑自洽，却表现了

作为传统士大夫的风骨和价值[17]。王国维以自己的孤

独、忧郁体验和刻苦学习，深入到西方文化的精神和

哲学思维层面，对叔本华、尼采哲学有深刻的理解，

代表着最早正视人性中非理性因素之根本地位的先觉

者。同时王国维又在《红楼梦评论》(1904)等文中反

思、批判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取向[18]，强调直面现实和

再现理念之真[19]。鲁迅因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社会的世

态炎凉和个体、人性被压抑的特殊体验，对西方文化

中的个性主义和天才蔑视凡庸的新“神思宗”(唯心论)

思潮情有独钟，认为激发起国人的独立人格和个性主

义精神才是“角逐列国”，并存于世的根本。王国维、

鲁迅两人当时都只被极少数人关注。那么，究竟是什

么因素使得新文化运动不同于晚清的思想运动呢？或

者说这两场思想运动究竟有没有质的区别？学界有各

种各样的思考和回答。或许站在各自立场上，焦点、

维度不同，都有各自的理由。笔者以新的文化观进行

观照，尝试对新文化运动作出新的历史和文化史定位。 

首先，新的民主共和国政治制度的选择，实质上

是民族作为基因群体的生存方式和策略的整体性调

整。民国创立，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不同于晚清思想

运动的历史、文化语境。戊戌维新运动以救亡图存为

目标，实行维新改制，被慈禧、荣禄等人镇压。辛丑

以后，慈禧主导的政权被迫恢复了戊戌变法的部分新

政，但维新派和革命派主将们都在政治上处于被压制、

通缉的状态，这些人物宣扬新观念多半都在海外。尽

管梁启超、章太炎的文章在国内也曾风靡一时，甚至

触及权力高层，但影响范围毕竟是较为有限的。慈禧、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24 卷第 1 期 164

光绪去世后的清末宪政运动，激化了各种矛盾尤其是

民族矛盾，引发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

建立，颁布了临时约法，从政治体制上确定了民主共

和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基本的人权包括民主、

自由、平等这些晚清思想运动的主张。但民国初年，

康有为、陈焕章、严复、梁启超等人鉴于王纲解纽、

礼崩乐坏、社会大乱而倡导的孔教运动，袁世凯的帝

制复辟，构成了对民国临时约法基本价值取向的反动。

所以陈独秀异军突起，创办《青年杂志》(第 2 卷起更

名《新青年》)，实际上是以临时约法的基本精神，宣

扬中华民国建国的文化理念，其形势就远非清末思想

运动可比。而且不久后陈独秀被蔡元培聘为国立北京

大学的文科学长，与胡适、蔡元培等人一起，借助国

家最高学府也即文化权威机构的权力话语，使新文化

运动风生水起，声势浩大。以往的新文化运动研究似

乎很少注意到这一特点，有意无意地误以为新文化运

动是民国体制的对抗者。 

其次，新文化运动影响的进一步推广，又借助了

“五四运动”——这是一场以反对签署“巴黎和约”

为核心的政治运动。这场学生运动与当时的北洋政府，

从国家利益诉求上说，也并非对立。政府要员、巴黎

和谈代表有意透露相关绝密信息，激起国内学生、民

众运动[20]。因为在思想界有孔教运动的背景，所以新

文化运动相对于晚清思想运动来说，对于以孔子为创

始人的儒家思想及历代统治者作为意识形态的后效，

进行了更为系统、严厉的批判，构成一个新的特点。

在陈独秀看来，新文化运动是西洋文明输入后，促成

吾人最后之觉悟的运动，也就是政治的觉悟和伦理的

觉悟，而“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    

悟”[21]。胡适提出了以西方文化的理性、科学准则来

研究中国社会问题，重新估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价

值，涉及到根本的价值准则问题 。胡适以其美国留学

的亲身体验，试图推广美国的民主政治与生活方式。

新文化运动对西方文化比清末更为推崇，介绍更为系

统深入 。关键的是，在运动过程中确立了新的西式话

语系统的权力话语地位，而且这种权力话语体系延续

了一个世纪之久。这个体系里包括西方的各种学术理

论和伦理观念，如启蒙主义、人道主义、唯理论、进

化论、唯意志论、实证主义、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

等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运动后期的传播，成为新

文化运动在 1950 年代以后仍然具有崇高地位的主要

原因之一 。当然，并不能说建立了权力话语，就能够

把这种复杂话语所包含的各种不同的价值准则在社会

实践和国民性改造中成功实施。不过，正是这种话语

体系，凸显、巩固了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史地位，使之

成为一个不断被阐释、推崇的文化事件，俨然成为划

时代的界标。如果以超越这个已经被窄化的话语体系

的眼光来看西学东渐的过程，新文化运动也可能被看

作次一级的时代界碑，或许 1895 年开始的思想运动才

是更重要的文化史路标。本文并不拟纠缠于对这两场

基本方向一致的思想运动的重要性作出详细比较，而

是着力以新文化理论观照这场延续 20 多年的可以合

二为一的文化运动，视之为中华民族在新的世界史语

境中的生存文化战略，并审视其结果，作出不同于以

往的认识和评价。 

文化和历史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从新文化运动

的研究史来看，多数研究者都没有充分注意到这种难

以想象的复杂性——至少在描述、评价时表现出各种

简单化、偏执性的缺失。首先是作为理想性的文化观

念和作为某个群体生存方式的文化状态之间的联系与

区分的问题，也就是文化观念究竟多大程度上影响了

社会现实的问题未得到细致辨析。这既关涉怎样评估

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状态的关系，也涉及新文化运动

与中国现代历史状态的关系。其次是中国近代以来历

史语境的巨变和作为民族生存方式的文化的延续性与

变异性之间的微妙关系未能得到足够的注意，城市乡

村的生存方式的相互渗透和冲突未得到充分关注。最

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对于历史或现实的决定性因素缺乏

适当的整体领悟和分析，也缺乏以过程性的眼光对民

族的生存基础与现实选择作出辩证的审视。如果要对

这些方面都作出论述，非一篇论文可以实现，此处只

能简要论之。 

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格局发生了基本的变化，身

处危机中的中国不同倾向的文化论者都以个人的特定

文化教养、利益立场、智力水准、视域范围来看待中

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的关系。对中国历史的实际状况

及形成此状态的原因，文化所起到的作用等，往往缺

乏深刻透彻的理解。文化激进派或局限于目前情势，

或仅着意于中西比较，认为中国文化陈腐不堪，黑暗

吃人，无视文化、历史中有利于民族延续扩展的因素；

文化保守派或视域封闭，或由于民族自尊心之需要，

认为中国文化优异绝伦，举世无双，对历史的残酷、

阴暗视若无睹，以文化典籍中表达的理想性观念代替

对于历史本身的体察 。在新文化运动开始的 1915 年

及随后几年，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没有缓解陈独秀们的

民族危机感，反而因两次帝制复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而加深了。所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宣言《敬

告青年》中就首先提出：中国社会如果青年不能奋其

智能，更新思想，“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

亡”，从而陈“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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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

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等“六义”供青

年“抉择”[22]。他的《我之爱国主义》(1916)更出惊

世危言：“然自我观：中国之危，固以迫于独夫与强敌，

而所以迫于独夫强敌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

以召之耳。即今不为拔本塞源之计，虽有少数难能可

贵之爱国烈士，非徒无救于国之亡，行见吾种之灭  
也”[23]。这也是当时陈独秀们真实而普遍的生存感受，

这种感受可能导致接受、运用西方思想的激进性，会

形成并不一定适度的观念和方式，是应予以体谅的。

其实，整个人类历史，既是一部吃人而存人的历史，

也是文化缓解吃人残酷性、增加基因留存机会的历史，

不同民族的历史只是在程度上有差别。中国历史既是

相当残酷又不是最残酷的历史，中国文化也不是最成

功或最失败的文化。关键在于经过历史和文化选择留

存的基因承载者的适应能力如何。 

似乎从来没有人意识到，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本身

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形成的选举制度及其适应性的表

现，更是整个中华民族主体适应能力的表现。新文化

先驱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凸显，其实是具有特定生理基

因和文化传统的基因群体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调适

的结果。保守派们的凸显也同样如此，他们在中国现

代史尤其是政治史上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激进派。中

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些优良因素，也始终在起

着作用。在中国这一土地面积和自然资源相对有限的

区域中，繁衍生息着 13 亿多人口，是一个可观的文化

成就。这种成就实际上借助了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尤其

是西医学和社会体制的引进，使人口得到爆发性增长。

但中国文化的选择机制，相对而言，扩展了较为优秀

却并非足够优异的基因留存。人性中恶的因素，也没

有得到融合了中西传统的现代中国文化体系适当的控

制、调适，因此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现实同样是难以

直面的。不管我们对今天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和未来

走向如何评价，作为基因承载者的民族主体，才是历

史责任的真正承担者，而不是从整体中抽取出来的所

谓激进派或保守派，更不是任何其他派。而且这一点

无法改变。相互对立、攻击、消耗、调协、整合也同

样显示出民族主体的适应能力。这只有站在基因同异

创化论新文化观的超越性的历史高点上，才能真正透

彻认识。而在当今时代，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语境，使

人类构成了一个整体的共同基因库。如何充分利用各

个次级基因主体即各个族群、种群的适应智慧，调协

各种文化生存方式的关系，是中华民族生存战略的新

课题。这样的时代，不应过于强调民族的相对封闭、

独立的群体生存方式，也不应有过于焦虑的生存心态，

躁动不安。尤其是对于整个群体而言，应该建立起充

分公平的社会保障机制，这是缓解社会矛盾的关键。

其实，在现代化的生产效率下，如果不激化社会矛盾，

作为族群，不可能失去基本的生存利益，尽管仍然有

着自己族群特殊的基因利益。如果中华民族以较健康、

开放的文化生存方式与世界各个族群交流，有可能更

充分地获得延续、扩展民族基因的利益。这是极少人

能够意识到而实质又是根本的利益——如果反其道而

行之，则毫无疑问会损害这种根本利益。 

 

注释： 

 

① 仅以“新文化运动”为检索词的主题统计，不包括以“五四运

动”为检索词的统计。涉及此主题的研究著作暂无法较全面统

计，或不下数百种。 

② 该文刊于《探索与争鸣》2015 年第 07 期，会议由《探索与争

鸣》编辑部等单位联合主办，讨论由陈卫平主持，秦晖、杜维

明引言，邓晓芒、何怀宏、任剑涛、萧功秦、汪荣祖、谢遐龄、

张宝明、徐贲、寇志明、罗多弼、杨联芬、许明等有讨论发言

（排列按发言顺序）。 

③ 笔者在 1999 年武汉大学召开的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曾提

出类似的观点，当时获得与会学者认可，但后来学界关注似不

多。请参见笔者《中国文化文学专题十三讲》(湖南教育出版

社，2012 年版)中的第十讲《从闻一多文化观看文化和社会状

况的决定性因素》，或陆耀东等主编《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

论文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所收拙作《闻一多文化

观点略论》。 

④ 此次会议参与者有董秀玉、李学军、杨国荣、童世俊、杨国强、

陈卫平、甘阳、张祥龙、王绍光、朱苏力、杨立华、干春松、

唐文明、丁耘、陈来、吴飞、陈赟、罗岗、张旭东、吕新雨等

40 余人(排列按综述行文顺序)。 

⑤ 袁伟时等人不同意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思想批评不当的说法。 

⑥ 郑大华主持《新文化运动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走向——纪念

<新青年>创刊 100 周年》笔谈，对新文化运动有集中讨论。 

⑦ 基因同异创化论在笔者近年的著述中有所阐述，其中最集中的

是《论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与<红楼梦>根要》(《曹雪芹研究》

2014 年第 4 期)、《再论新文化观及<红楼梦>根要》(《曹雪芹

研究》2016 年第 2 期)，两文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基因同异创化

论的新文化观。另在《新文化观观照下的中国婚姻生育制度与

风俗之变迁》（《中国文化研究》2017 年第 2 期）有具体的运

用。 

⑧ 各种文化理论可参看卡罗尔·恩伯与梅尔文·恩伯所著的《文

化人类学》，中译本为《文化的变异》，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⑨ 作者把中华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包括丰富的史前文化形态。

这些地域文明中甚至可能包括域外传播过来的文明，如成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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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堆文化。 

⑩ 秦朝创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实行法家思想，焚书坑儒，对

儒、道文化有所压抑，但国家大一统政权的建立，尤其是文字

统一，为后来儒家文化意识形态的构成和传播，有所贡献。尽

管汉朝政治制度也如汉宣帝所言“本以王霸道杂之”，即儒法

互补而成，或所谓“儒表法里”，某种程度上又疏离了先秦原

始儒家的价值取向。 

  
 
文化要完全消解资源竞争带来的杀戮，从已有的人类历史来

看，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杀戮也并不少。这

不只是中国文化的问题，而是生物包括人的自然本性中有着生

存资源竞争尤其是性竞争倾向所决定的。不同文化在压抑个体

本能的有效性上有程度的不同，但评价一种文化是否优秀，不

仅在于压抑个体本能的有效性，还有着更复杂的标准，根本在

于生存适应性。 

  
 
这类人物之多也和中国地域广阔、历史绵长、人口众多、史籍

丰富有关，正史中往往着意表彰。 

  
 
近代以来的中国保守主义者，往往以维护中国传统文化，论证

其优异性来获得民族自信心。激进主义者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以

加快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其实都是不够客观理性的。还有人做

折衷之论，认为文化无高下之分，也是无视不同文化在根本功

能上的差别。 

  
 
现存的其他民族的基因延续也从来没有中断过，惟同一性有程

度之异，中华民族的基因同一性肯定不是最高的。但基因选择

规则近代以来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对于民族来说，有得有失。 

  
 
晚清同光重臣李鸿章在《同治十一年五月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

撤折》中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

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

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

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

大变局也。”在《光绪元年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中称：“历

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

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

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

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其他洋务派、维新

派大都有类似的变局观，如徐继畲、冯桂芬、王韬、郭嵩焘、

张之洞、严复、康有为、谭嗣同等。请参看吴福环《洋务论者

的“变局”观》(《史学月刊》1987 年第 2 期)、孙邦华《西潮

冲击下晚清士大夫的“变局观”》(王中江主编《中国观念史》，

中州出版社，2005 年版)等。 

  
 
严复《论世变之亟》，原载《直报》，1895 年 2 月 4—5 日。引

自《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 1 册第 6 页。 

  
 
本文这种提法似乎近于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其实略

有不同。笔者认为费正清对中国近代史的“冲击-反应”的概

括比其学生柯文等人提出的所谓“在中国发现历史”中的中国

中心论更合理。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的概括并不能看作

忽略了中国的主体地位。笔者此文不仅认为中国近代接受了西

方的冲击，而且认为西方主导的整个世界为中国这个主体提供

了完全不同于此前的生存、历史语境。中国史学界对柯文观念

的认同更多地源于一种虚幻的民族主体意识和自信需求，恰恰

显示了不够自信的生存状态。 

  
 
如其《自由书·论强权》，《饮冰室合集·专集》第 2 册。关于

梁启超当时的强权主义色彩的论述，请参看王中江《进化主义

在中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梁启超未

形成自己的独立学术思想和坚定立场，每以观念宣扬者自居，

多引入、介绍各种思潮，在维新、革命，立宪、共和之间游移，

但因其倾心民族自救，能克制私欲，顺势而为，在文化运动中

具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力。虽然他不赞成新文化运动观念，甚至

有所批评，但实质上却构成了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思想背景。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 7 卷第 1 号)说：“据我

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

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便是评

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 

  但新文化派主导倾向还是推崇西方近代以来的启蒙主义、人道

主义，而学衡派更推崇希腊古典主义、人文主义。 

  也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建立权威地位，新文化运动往往

被不当地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这种命名其实改变了新文

化运动的主导性质，笔者在他处有所论述。 

  赵园《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就正视了明清之际儒家伦理

观念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士大夫家庭夫妻父子关系的实况，其

中丑陋、残酷之处，尤其女性生存的委屈、艰难，今人难以    

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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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for national survival in the new historical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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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light of the new cultural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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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essay, by taking the new cultural concept of the gene-identical-discrepant Evolutionism to 

observe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holds that the movement is the Chinese nation’s choice of the survival strategy 

under the conjoint power of vari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and that it is not only the concept movement of the 

new culture radicals. The movement is both gainful and losing. It is the performance of adaptability and existence of the 

whole nation as a genetic group in the new historical context. We must face up to the roots and limitations of such an 

adaptability, carry on deep reflection and make sober and rational explorations of the new strategy for national survival 

at a time of drastic changes in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a century after this movement. The basic direction of 

the new strategy is put forward briefly in the e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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